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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密度如何影响劳动力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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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集聚深化的背景下,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已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

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中国１８个城市群的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数理模型阐释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理论机

制,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对本地区劳动力错配呈先缓解后加

剧的“U型”影响,对邻近地区劳动力错配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 U型”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经济

密度通过劳动力价格对劳动力错配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经济密度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对劳动

力错配均有显著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应,而在西部地区仅表现出有限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

与外围城市的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在短期效应上差异不大,在长期效应上,中心城市比外围城市

更显著.本文为促进城市经济密度与劳动力空间配置协调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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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０９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从空间层面分析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创新性地从

经济密度、经济距离与经济分割三个维度阐述全球经济格局及演进规律,引发了学者们对经济密度及

其影响效应的广泛关注[１].城市经济密度衡量了单位土地面积上承载的经济活动量,可以反映城市

的空间结构演化[２][３].２０２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要“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截至２０２４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

达６７．００％,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３０．７８个百分点,快速的城镇化发展使中国经济社会的空间格局迈入集聚

的城市范式[４].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促进了资本、劳动力、技术和知识等经济要素的再配置,进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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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识溢出、专业化分工等正外部性,从而提升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当这些经济要素在城市

空间内过度集中时,会产生拥挤效应,引发生产成本上涨、就业市场“内卷化”等问题,不利于劳动力资

源的配置[５].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供需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伴随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失

衡加剧,学历贬值、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矛盾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地区间供需失衡突出,东部发达

地区因人力资本过度集聚引发“内卷化”竞争,而欠发达地区则面临人才流失与高技能劳动力短缺的

困境.由此引发思考:城市经济密度如何影响劳动力错配? 这种影响在不同区位的城市间是否具有

异质性? 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入手,剖析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对科学认识集

聚经济效应、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区域劳动力资源配置

的研究视角.目前有关劳动力配置的研究,大多基于经济集聚视角来考察集聚外部性对劳动力错配

的影响,鲜有研究聚焦到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本文注意到经济密度

过大可能诱发集聚不经济,从而抑制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拓展了空间经济学对经济集聚的传统

认知.第二,改进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范式.既有文献多囿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采用传统

柯布Ｇ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忽略了集聚外部性特征[６].本文在产出密度函数的基础上[２][７],引入劳动

力扭曲系数[８],构建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空间分析框架,从数理上揭示两者的非线性关

系.第三,丰富了对城市经济密度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研究方法.相较于传统计量模型对时空异质

性的简化处理,本文考虑到城市经济密度、劳动力错配的空间性特征,以及后者通常还具有时间滞后

性,使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为城市经济密度的空间传导机制

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经济集聚拓展了劳动力的社交网络,并提升其跨区域就业的可能性.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城

市经济密度与劳动力配置关系的关注.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支: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因

素,经济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以及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
(一)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因素研究

Hsieh和 Klenow(２００９)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ＧD函数,从边际产出的角度定义要素扭曲系数,
并分析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６].此后,学者们进一步对要素错配进行了丰富且深入

的研究.其一,要素价格扭曲是导致资源错配的一个重要原因[９].Vollrath(２０１４)认为“工资楔形”
的存在意味着劳动力错配[１０].其二,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岗位需求与人才技能匹配失衡,降低了

区域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且这一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１１].其三,劳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也会导致劳动市场要素配置扭曲,社会福利损失[１２].其四,人才引进政策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规模和

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空间示范和传递效应[１３].理论上,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个体追

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区域间人力资本再配置的过程,受多重结构性因素的制约[１４].
(二)经济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

经济集聚指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现象,通常使用区位熵、赫芬达尔指

数、空间基尼系数等综合指标予以量化[１５].关于经济集聚与要素错配之间的关系,目前大多数文献

认为经济集聚作为一种紧凑型空间生产方式,会对劳动力要素配置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既可能

缓解劳动力错配,也可能加剧劳动力错配[５].一方面,适度的集聚会产生规模经济等正外部性,推动

创新外溢,优化要素配置[１６].对于劳动力而言,集聚扩大了其社交网络和工作交流的空间,使劳动力

能够在多样化的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和知识,从而提升技能水平与收入[１７].另一方面,过度的集聚

可能因资源错配或环境压力抑制生产效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拥挤效应,
在劳动力供给过度时加剧错配[１８].且经济集聚存在虹吸效应,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发展[１９].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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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抽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包含内容过多,不能精确地刻画经济活动集聚对劳动

力配置的影响.
(三)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

经济密度是研究经济的集聚与扩散机制、刻画城市空间结构特征、评估区域发展质量等问题的一

个重要变量[２０].相较于经济集聚,经济密度描述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疏密及分布情况,能更精准

地衡量经济活动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２][２１],有助于理解城市空间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

系.城市经济密度的外部性具有双向特征,分别是规模经济产生的正外部性和拥挤效应导致的负外

部性[３].现有研究侧重于其正外部性,认为经济密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提升生产效率[２２],提
高工资水平[２３],增加就业机会[２４].也有少部分研究聚焦经济密度的负外部性,认为经济密度的提高

会导致地租上涨和交通拥挤,增加生活成本[２０],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聚焦在经济集聚和劳动力错配上展开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但鲜有直接探讨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影响的研究.事实上,从城市经济密度入手研究劳动力

配置问题,因果逻辑会更为明晰,也更有说服力.当前,城市经济密度与劳动力配置效率协同提升已

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此,本文从城市经济密度的空间外部性视角出发,考察

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直接、间接以及空间效应.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为了说明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劳动力错配的微观过程,首先,本文基于 Hsieh和 Klenow(２００９)、

Aoki(２０１２)对劳动力错配分析的理论框架[６][８],通过生产利润最大化条件,刻画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及对集聚效应的响应.其次,加入集聚外部性与规模报酬可调节的新设定,构建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劳

动力错配的理论模型.接着,分析理论模型中关键变量城市经济密度qi,t、劳动力错配λLi,t与劳动力价

格wi,t的关系.最后,得出理论模型结论,并提出研究假设.
(一)基础模型的设定

１．模型的基本假定

沿用 Hsieh和 Klenow(２００９)、Aoki(２０１２)的研究[６][８],将研究范围内的每个城市视为一个

独立的经济个体(生产单元),这些个体的集合构成一个经济体.在模型中,所有城市的生产函

数同质,都使用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但由于经济集聚外部性,生产函数存在不同的规模报

酬特征.厂商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接受者,故不存在资本价格扭曲,假设资本价格为ri,t,平均物价

水平为Pi,t.经济体中存在多种引致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因素,价格扭曲表现为税收或补贴所产

生的“价格楔子”(PriceＧwedge),设为τi,t.当不发生扭曲时劳动力价格为 w,扭曲后的劳动力价

格为wi,t＝(１＋τi,t)w,其中１＋τi,t＞０.当τi,t＞０时,wi,t＞w.当τi,t＜０时,wi,t＜w.|τi,t 越大,
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

２．生产函数的设定

Ciccone和 Hall(１９９６)提出了纳入空间因素、允许不同规模报酬存在的产出密度函数,该函数

体现了经济集聚的外部性[２].Ushifusa和 Tomohara(２０１３)对该产出密度函数进行了简化[７].本

文借鉴 Ushifusa和 Tomohara(２０１３)设定的产出密度函数[７],定义城市i在t期的产出密度函数

如下:

qi,t＝
Qi,t

ai,t
＝Aσi,t

i,t [(Li,t

ai,t
)
βi,t

(Ki,t

ai,t
)
１－βi,t

]
σi,tμi,t

(１)

令εi,t＝σi,tαi,t,可得城市i在t期的产出函数为:

Qi,t＝ai,tAσi,t
i,t [(Li,t

ai,t
)
βi,t

(Ki,t

ai,t
)
１－βi,t

]
εi,t

(２)

式(１)和式(２)中,qi,t为城市经济密度,是总产出Qi,t与行政土地面积ai,t的比值.Ai,t为希克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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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术参数.Ki,t为资本投入.Li,t为劳动力投入.βi,t(０＜βi,t＜１)为t期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单位

面积产出贡献率.σi,t(σi,t＞１)代表集聚正外部性,σi,t越大,正外部性越大.μi,t(０＜μi,t≤１)代表负外

部性,即拥挤效应,μi,t越大,负外部性越大.εi,t为σi,t和μi,t的乘积,用于衡量经济集聚净效应,其大小

取决于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相对强度.当εi,t＞１时,集聚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此时集聚经

济,产出规模报酬递增;当εi,t＜１时,集聚正外部性小于负外部性,此时集聚不经济,产出规模报酬

递减.

３．劳动力错配指数的设定

Aoki(２０１２)将劳动力错配指数定义为城市i劳动力数量与经济体劳动力总量的实际比例与有效

配置时的理论比例的比值[８],该定义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和广泛运用[２５][２６].借鉴该定义,并结合上

文设定的生产函数,本文将城市i在t时期的劳动力错配指数表示为:

λLi,t＝
Li,t/L

si,tβi,tεi,t/βL
(３)

式(３)中,L为整个经济体在t期的劳动力总数,L＝∑n
i＝１Li,t,n为整个经济体内城市的个数.

si,t＝Qi,t/Qt,表示城市i的产值占整个经济体的份额.βL＝∑n
i＝１si,tβi,tεi,t,表示t期整个经济体的产

出加权劳动力贡献值.由式(３)可知,劳动力错配指数的分母是城市i使用劳动力数量的理论比例,
代表劳动力有效配置;分子为城市i使用劳动力数量的实际比例.该式反映了实际投入的劳动力数

量对有效配置状态的偏离程度,即劳动力错配.当λLi,t＞１时,城市i劳动力配置过剩;当λLi,t＜１时,
城市i劳动力配置不足;当λLi,t＝１时,劳动力配置最优.

接着,本文将劳动力错配指数与产出密度函数相结合,将劳动力错配指数代入城市i的产出函数

可得:

Qi,t＝ai,tAσi,t
i,t [(si,tβi,tεi,t

ai,tβL
λLi,tL)

βi,t

(Ki,t

ai,t
)
１－βi,t

]
εi,t

(４)

式(４)为同时考虑了城市空间、集聚外部性以及城市劳动力错配的生产函数.
利润最大化是厂商作为理性人的基本动机.因此,本文的数理推导基于生产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分析城市经济密度如何影响劳动力错配.
(二)模型推导与结论

考虑要素价格扭曲,将城市i生产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设为:

MAXπi,t＝Pi,tQi,t－(１＋τi,t)wLi,t－ri,tKi,t (５)
一阶条件可表示为:

∂πi,t

∂Li,t
＝Pi,tβi,tεi,t

Qi,t

Li,t
－(１＋τi,t)w＝０ (６)

又因为wi,t＝(１＋τi,t)w,可得满足该一阶条件时,城市i的劳动力价格wi,t为:

wi,t＝
Pi,tQi,tβL

si,tλLi,tL
＝
ai,tPi,tβLqi,t

si,tλLi,tL
(７)

式(７)即为劳动力价格决定公式.式子的左边为满足生产利润最大化条件下,考虑价格扭曲时的

劳动力价格,右边包含了城市经济密度等因素.可见,劳动力价格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具有正相

关性.
由式(７)可将劳动力错配指数进一步表示为:

λLi,t＝βLPi,tQi,t

si,twi,tL
＝
ai,tβLPi,tqi,t

si,twi,tL
(８)

式(８)将劳动力错配指数表示为关于城市经济密度qi,t的函数.为了模型的简洁性,未将βL和qi,t

的表达式展开.由于劳动力错配指数需要与１做比较,才能得出劳动力错配程度.因此,本文使用

|１－λLi,t|来度量劳动力错配程度,|１－λLi,t|越大,错配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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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λLi,t|＝|１－
ai,tβLPi,tqi,t

si,twi,tL
| (９)

式(９)左边为劳动力错配程度,右边包含了城市经济密度、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数量、加权劳动力

产出贡献值以及物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体的内在特征.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城市经济密度、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错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城市经济

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程度的影响具有先缓解后加剧的“U 型”特征.si,twi,tL
ai,tβLPi,t

为城市经济密度的理论拐

点值,分为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当城市经济密度qi,t＜
si,twi,tL
ai,tβLPi,t

时,ai,tβLPi,tqi,t＜si,twi,tL,λLi,t＜１,１－λLi,t＞０,城市i

处于劳动力配置不足的状态.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城市经济密度qi,t上升,会引起λLi,t上升,１－λLi,t下降,|１－λLi,t|下降,劳

动力错配程度下降,此阶段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会缓解劳动力配置不足.

第二种情况:当城市经济密度qi,t＞
si,twi,tL
ai,tβLPi,t

时,ai,tβLPi,tqi,t＞si,twi,tL,λLi,t＞１,１－λLi,t＜０,城市i

处于劳动力配置过剩的状态.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城市经济密度qi,t上升,会引起λLi,t上升,１－λLi,t下降,|１－λLi,t|上升,劳

动力错配加剧,此阶段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会加剧劳动力配置过剩.
(三)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理论分析

经济密度是集聚经济的空间表现,度量了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经济要素的集聚强度.集聚的作用

具有限度,当集聚机制的作用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产生集聚不经济[２７].因此,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

力错配的影响路径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在经济低密度阶段,集聚的正外部性占主导地

位,主要通过范围经济、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三个维度,降低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并通过劳动力共享机制增加有效劳动供给,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错

配.范围经济源于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马歇尔外部性源于产业内投入产出关联、知识外溢以及劳动

力市场共享[２８];雅各布斯外部性源于不同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和前后向关联效应.随着经济密度持续

增加,越过阈值进入高密度阶段时,集聚的负外部性开始凸显,主要体现在拥挤效应上.交通拥挤、地
租上升、基础设施超载以及人力成本上升等一系列拥挤成本迅速增加,从而抑制集聚净效应,倒逼资

本深化替代劳动投入,引发劳动力需求结构性紧缩,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错配程

度逐渐加剧[２０].综上,在正、负外部性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经济密度对本地区劳动力错配程度的影响

呈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
在空间效应上,城市经济密度对周边城市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兼具辐射效应和虹吸效应.区域空

间结构在集聚和扩散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的强度不

一样[２７].Krugman(１９９８)将集聚的作用因素归纳为市场容量效应、劳动力市场以及纯粹的外部经济

三种;将扩散的作用因素归纳为不可移动要素、地租、纯粹外部不经济和市场激烈竞争四种[２９].在低

经济密度阶段,集聚机制起主导作用,人口与资源向本地城市集中,但诱发了虹吸效应,且虹吸效应大

于辐射效应,使得周边地区面临资金、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失,加剧劳动力错配等问题.当经济密度增

长到一定程度,跨越阈值后,本地城市的拥挤成本上升,扩散机制的作用一般强于集聚机制,劳动力、
资本及其他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周边城市扩散,从而提高周边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周边城市

的劳动力错配[２８].综上,在集聚与扩散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经济密度对邻近地区劳动力错配程

度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 U型”空间溢出效应.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１:城市经济密度对本地劳动力错配呈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影响,对邻近城市劳动力

错配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 U型”空间溢出效应.

２１１



此外,从劳动力价格的角度来看,由式(７)可知,劳动力价格是关于城市经济密度的函数.劳

动力价格与城市经济密度具有正相关性.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城市经济密度qi,t越大,wi,t越

大.城市经济密度相对高的地区,往往存在“城市工资溢价”现象[３０]:一是经济密度提高带来的生

产率提升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会推高本地平均劳动力价格水平[３１];二是高经济密度带

来的拥挤效应推高生活成本,迫使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以维持实际生活水平.于是,城市

经济密度、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错配形成了这样两条逻辑链:(１)对于低经济密度、劳动力配置不

足的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带动劳动力价格上涨,吸引了劳动力流入,弥补了本地劳动力不足的缺

口,从而降低本地劳动力错配程度.而高劳动力价格“虹吸”了邻近城市的优质劳动力,加剧邻近

城市的劳动力错配.(２)对于高经济密度、劳动力配置过剩地区,经济密度的提高推动劳动力价格

上涨,吸引劳动力流入本地.但过高的工资,可能迫使企业减少雇佣,加剧本地的劳动力错配[２０].
而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进一步增加了运营成本,迫使部分产业向邻近成本较低的城市转移,优化

邻近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缓解邻近城市的劳动力错配.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

假设.
研究假设２:城市经济密度通过劳动力价格影响劳动力错配程度.

四、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采用“莫兰指数I”(Moran’sI)对劳动力错配、城市经济密度和劳动力价格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

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 Moran’sI指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间,各城

市之间的劳动力错配、城市经济密度、劳动力价格在空间上的总体分布模式是显著正相关的,表现为

聚集① .同时,对相应 OLS估计结果的残差进行了LM 检验,结果表明空间效应模型比无空间效应

模型更合适.LR检验结果表明,空间杜宾模型(SDM)不会退化成SAR或SEM 模型.因此,使用

SDM 模型进行研究.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需采用固定效应.考虑到地区个体差异和时期因素可能产生的估计偏

差,并结合LR的检验结果② ,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为了验证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

的非线性影响,借鉴邵帅等(２０１９)的研究[１５],引入城市经济密度的二次项③ .此外,考虑到劳动力错

配可能在时间上有路径依赖特征,将劳动力错配的滞后一期引入同时包含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空

间滞后项的静态空间杜宾模型,构建以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验证假设１.

misli,t＝β０＋β１misli,t－１＋ρ１∑n
j＝１WDijmislj,t－１＋ρ２∑n

j＝１WDijmislj,t＋β２aggi,t＋β３saggi,t＋
　　　　　ρ３∑n

j＝１WDijaggj,t＋ρ４∑n
j＝１WDijsaggj,t＋β４wagei,t＋ρ５∑n

j＝１WDijwagej,t

　　　　　＋θ∑Xi,t＋ui＋vt＋εi,t (１０)
式(１０)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β０~β４是待估计系数,其中β１是劳动力错配的时间滞后项系

数;ρ１表示被解释变量时空双重滞后效应的弹性系数,ρ２~ρ５为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的空间滞

后项系数;u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v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变量及空间权重矩阵的

选取说明如下.
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错配程度(misli,t),misli,t－１表示滞后一期的劳动力错配程度,用来控制其时

间滞后效应.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劳动力错配指劳动力市场供需数量上的错配.劳动力错配

指数的构建过程如下:

由式(３)λLi,t＝
Li,t/L

si,tβi,tεi,t/βL
可知,计算劳动力错配指数λLi,t前要先估计出各城市劳动力的产出弹

性βi,tεi,t.对式(２)的等式两边取对数,化简后加入个体效应ui、时间效应vt和随机扰动项ϵi,t,可得:

ln
Qi,t

ai,t
＝σi,tlnAi,t＋βi,tεi,tln(Li,t

ai,t
)＋(１－βi,t)εi,tln(Ki,t

ai,t
)＋ui＋vt＋ϵi,t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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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ø０＝σi,tlnAi,t,ø１＝βi,tεi,t,ø２＝(１－βi,t)εi,t,回归方程可写成:

ln
Qi,t

ai,t
＝ø０＋ø１ln(Li,t

ai,t
)＋ø２ln(Ki,t

ai,t
)＋ui＋vt＋ϵi,t (１２)

产出变量(Qi,t)用各城市的实际 GDP表示(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劳动力数量(Li,t)用各城市年末

城镇就业人口表示.资本投入量(Ki,t)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的固定资本存量来衡量.选取２０００年为基

期,t年城市i固定资本存量Ki,t的计算公式为:

Ki,t＝(１－δi,t)Ki,t－１＋
Ii,t

pi,t
(１３)

式(１３)中,Ki,t为固定资本存量,Ii,t为固定资本流量,pi,t为平减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由于城市数据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本文参照崔书会等(２０１９)的研究[２６],使用各省数

据替代.δi,t为资本折旧率,借鉴 Young(２００３)的研究[３２],设为６％,并设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公

式为:

Ki,０＝
Ii,０/pi,t

６％
(１４)

各城市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等差异,且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不同.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

(２０１８)采用变截距、变斜率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估计方程(１２)[２５],得到ø１的无偏估计量,从而

估计出各城市的劳动力产出弹性.LSDV引入个体虚拟变量、虚拟变量与ln(Li,t

ai,t
)和ln(Ki,t

ai,t
)的交互项来

估计参数,从而让截面个体拥有各自的估计系数.结果显示,城市虚拟变量以及虚拟变量与ln(Li,t

ai,t
)、

ln(Ki,t

ai,t
)的交互项均显著,表明变系数模型的设定合适.在此基础上,依据式(３)计算各地的劳动力错配

指数λLi,t,最后用|１－λLi,t|衡量劳动力错配程度misli,t.
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密度(aggi,t),saggi,t为城市经济密度的二次项.借鉴 Ciccone和 Hall

(１９９６)、程开明和刘书成等(２０２２)的研究[２][３],采用各城市的总产出(实际 GDP)与该城市的行政区

域面积之比来度量城市经济密度.该指标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
机制变量为劳动力价格(wagei,t).借鉴 Glaeser等(２０１２)的研究[３３],结合数据可得性,用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劳动力价格.具体理由如下,一是劳动力价格衡量的是劳动补偿.居民可

支配收入包含了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作为劳动力经济福利的总和,其
能反映劳动力在区域间配置的机会成本.此外,财产性收入反映了地区资本丰裕度,可能会通过资本

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或是高财产性收入可能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从而影响劳动力配置.Hsieh和

Klenow(２００９)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错配问题时,也指出劳动补偿不应该忽视非工资收入[６].
二是我国对地级市工资项目的统计范围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为主,大量民营企业的工资

和个体户的营业性收入未得到充分反映.因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综合收入指标,能够捕捉劳

动的经济激励,可作为劳动力价格的代理变量.此外,考虑到价格是影响要素供给的重要因素,为避

免遗漏变量偏差导致内生性问题,在基准回归中将其控制.
关于控制变量,由于影响劳动力错配的因素众多,在综合考虑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等影响后,本

文参考相关研究[１５][３４],引入一组控制变量Xi,t,包括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市场化程度、
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商品房价格、户籍管制、交通基础设施、信息通达度和人力资本.各控制变量的

具体说明见表１.
本文采用地理距离矩阵(WDij)度量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地理位置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外溢性

的首要原因.地理距离矩阵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建立,设定为WDij＝１/dij,其中dij(i≠j)表示两城市

地理中心位置间的距离,使用各城市的经纬度坐标来计算;当i＝j时,WDij＝０.对权重矩阵进行标准

化处理,使各行元素之和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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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指标度量　　　　　 数据处理

劳动力错配 misl 具体参见公式(３),用|１－λLi,t|衡量 —
城市经济密度 agg 单位面积实际 GDP(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万元/平方公里) 对数化处理
劳动力价格 wage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对数化处理
城镇化水平 urb 城镇化率 —
产业结构 str 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
贸易开放度 trad 进出口总额占 GDP的比重 —
市场化程度 mar 非国有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的比重 —
政府干预 gov 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占 GDP的比重 —
金融发展 fin 金融机构贷款额与 GDP的比值 —
商品房价格 hp 商品房销售总额/商品房销售面积(元/平方米) 对数化处理
户籍管制 hr 户籍人口/常住人口 —
交通基础设施 traf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人) 对数化处理
信息通达度 info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 对数化处理
人力资本 edu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对数化处理

(二)数据说明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位的城市经济密度具有梯度差异.独特的区域发展格局和集聚演进路径

使中国城市群成为研究经济密度和劳动力错配关系的理想样本.根据“十四五”规划和相关文献,确
定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哈长、呼包鄂榆、辽中南、宁夏沿黄、兰州—西宁、山西中部、关中平原、中
原、山东半岛、成渝、粤闽浙沿海、长江中游、滇中、黔中和北部湾１８个城市群样本.为保证指标统一

性和数据完整性,剔除了县级以下城市,得到的有效样本分布在１９８个城市空间单元,东部、中部、西
部、东北地区城市的比例为７５∶７０∶３４∶１９,不存在样本过度集中的情况.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isl ４１５８ １．７２９ ２．５１１ ０．００１ ３１．３００
agg ４１５８ ６．８２９ １．２９９ ３．０５７ １１．５８５
wage ４１５８ ９．８２９ ０．６４９ ８．２０３ １１．３２０
urb ４１５８ ０．４９６ ０．１８２ ０．０９６ １．０００
str ４１５８ ０．８７７ ０．０８３ ０．４９６ １．０００
trad ４１５８ ０．２８１ ０．５７８ ０．００２ ９．９５２
mar ４１５８ ０．４８７ ０．６０４ ０．０１４ １６．１５０
gov ４１５８ ０．１４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５ ２．２６６
fin ４１５８ ０．９７２ ０．５７９ ０．０６５ ４．６１０
hp ４１５８ ８．１６８ ０．７３８ ５．４１６ １０．９５７
hr ４１５８ １．００１ ０．１７２ ０．１８２ １．６７９
traf ４１５８ ２．３１３ ０．６６ １．１７１ ４．９５９
info ４１５８ ３．０９３ １．３５５ １．４０２ ７．９７９
edu ４１５８ ４．７１７ １．１７２ ０．１７４ ７．７９３

　　　　注:取自然对数后,交通基础设施、信息通达度的最小

　　值为负数.

　　数据来自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信息中心的«宏
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CEIC数据库、中国研

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各市的统计局网站.
考虑到各变量之间量纲、数量级存在较大差异,为
降低它们的离散程度和弱化变量间的多重共线

性,对非百分比的指标数据取自然对数.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报告于表２.

五、动态空间面板计量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 Yu等(２００８)提出修正偏误的准最

大似然估计法(BCＧQML)估计动态空间杜宾模

型[３５].该方法可对空间滞后项的偏误进行修正,且对模型假设的依赖程度较低,估计结果更具有一

致性、有效性和稳健性.进一步,本文根据点估计的结果,测算了城市经济密度和劳动力价格对劳动

力错配影响的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在空间模型中,R２和伪R２可能会变得无效,而赤

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涉及熵的概念,被广泛用于测度空间计量的模型拟合优

度,因此还汇报了 AIC和BIC的测算结果.相关结果见表３.
(一)基准回归

由表３可知,劳动力错配的滞后一期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空间滞后项系数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时空双重滞后项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结果说明,劳动力错配程度不仅

在时间上存在惯性,在空间上也具有显著的扩散效应.若本地区上一期的劳动力错配程度较高,下一

期的劳动力错配程度可能加剧,这是一种“滚雪球”效应.相邻城市的劳动力错配在同一时期存在逆

５１１



向的局部空间互动效应.但在时空的交叉作用下,一个城市的劳动力错配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具有正

向累积效应,反映了地区间的竞争和资源再分配在时空上此消彼长的市场机制调节效果.
　表３ 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空间计量估计结果

变量
点估计

(１)

分解效应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空间溢出效应 长期直接效应 长期空间溢出效应

(２) (３) (４) (５)

L．misl ０．６７０∗∗∗

(４．１３０)

agg
０．７２３∗∗∗

(２．８１１)
０．５７４∗∗∗

(２．８９５)
０．３３６∗

(１．８７１)
０．３４４∗∗∗

(２．８７７)
０．２７２∗∗∗

(２．７７８)

sagg
０．０３７∗∗∗

(２．６８３)
０．０３０∗∗∗

(２．９０９)
０．０１４∗

(１．６８９)
０．０１９∗∗∗

(２．９３５)
０．０１４∗∗∗

(２．７２９)

wage
０．３０５∗

(１．６６２)
０．５６３∗∗∗

(３．２０３)
０．６７７∗∗∗

(６．２１６)
０．４４７∗∗∗

(３．８７７)
０．０７１
(１．０１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W∗misl ２０．３３８∗∗∗

(４０．９０４)

W∗L．misl ２０．３９２∗∗∗

(５１．０７６)

W∗agg
２．９２３∗

(１．８９９)

W∗sagg
０．１８８∗∗

(２．３３７)

W∗wage
１１．６９８∗∗∗

(６．２６０)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Wald[P] ７８１５．７６９[０．０００]
R２ ０．１３８
AIC ７６８３．８０５
BIC ７８１５．７６９
观测值 ３９６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z值.中括号内数值为相伴概率P值.∗∗∗、∗∗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sagg表示城
市经济密度的二次项,L．misl表示劳动力错配的时间滞后项,W∗misl、W∗agg、W∗sagg、W∗wage分别表示劳动力错配、城市经济
密度、城市经济密度二次项、劳动力价格的空间滞后项,W∗L．misl表示劳动力错配的时空双重滞后项.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结果
未列出,留存备索,下表同.

城市经济密度的一次项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分解效

应中直接效应的结果亦是如此.这说明,城市经济密度与劳动力错配程度间存在显著的先缓解后加

剧的“U型”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求一阶偏导后令其等于零,求解得出拐点值为９．７３５④ ,包含在样

本区间内.当城市经济密度低于拐点值９．７３５时,城市经济密度的增加缓解了劳动力错配.当城市

经济密度水平超过拐点值９．７３５时,劳动力错配程度会随着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而增加.对应实际

样本,越过拐点值的样本有:上海市２００７—２０２１年、无锡市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厦门市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广
州市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深圳市２００３—２０２１年、佛山市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东莞市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和中山市

２０２１年,这些样本表现为城市经济密度的增加会加剧劳动力错配程度.这是因为,在低经济密度阶

段,马歇尔外部性起主导作用.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通过知识溢出、劳动力池共享和中间品专业化

分工等正外部性,缓解了劳动力错配.当经济密度越过阈值后,地租上涨、通勤成本增加、环境污染等

负外部性凸显,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力错配问题加剧.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城市经济密度的一次项空间滞后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空间

滞后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分解效应中空间溢出效应的结果亦是如此.这说明城市经济密度

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错配产生先加剧后缓解的“倒 U型”空间溢出效应.根据“核心—边缘”理论,集
聚中心区在初期通过更高的工资和机会吸引邻近地区劳动力,导致周边地区劳动力流失,加剧错配.
当集聚中心区的成本超过收益时,产业向邻近地区扩散,形成产业链分工,邻近地区通过承接专业化

环节,优化劳动力需求结构.分解效应中城市经济密度的长期效应显著,这反映出经济集聚影响的累

积性特征.以上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１.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障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三类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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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使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

综合考虑地理距离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空间权重矩阵使用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嵌套矩

阵,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即WQij＝øWDij＋(１－ø)WPgdpij,其中,经济距离基于地区间人均 GDP差异

测算;０＜ø＜１,为地理距离矩阵的权重,代表地理邻近性在空间交互作用中的相对重要性,设定为

０．５,点估计结果汇报于表４列(１),结果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２．考虑城市经济密度指标差异

夜间灯光数据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指标之一,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的经济密度、人类活动

强度等多维信息[２４].考虑到 GDP核算误差,借鉴石敏俊等(２０２３)的研究,采用夜间灯光总和值替代

单位面积总产出,衡量城市经济密度[２４].数据来自 HarvardDataverse平台发布的整合 DMSPＧOLS
和SNPPＧVIIRS得到的矫正中国DMSPＧOLS灯光总和值[３６].基于地理距离矩阵估计动态空间杜宾

模型,点估计结果汇报于表４列(２),结果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３．对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处理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可解决由因变量的空间滞后、时间滞后以及时空滞后项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但不能解决双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内生性的影响,首先采用劳动力错配、城市经济

密度和劳动力价格的３~４阶时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其次,在不少研究中,高程值、地形起伏度被

用作反映样本城市地形特征的外生变量,常被用作城市经济密度的工具变量⑤ .因此,在使用时间滞

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同时,采用各地级市的高程平均值、地形起伏度与相应年份的交乘项作为城市经

济密度的工具变量[３７].进一步,采用系统 GMM 法,并基于标准化后的反距离平方矩阵、经济距离矩

阵⑥ 对方程(１０)进行估计.表４的列(３)和(４)显示反距离平方矩阵下相应的工具变量 GMM 估计结

果,列(５)和(６)显示经济距离矩阵下相应的工具变量 GMM 估计结果.结果表明,AR(１)检验的P
值小于０．１,拒绝扰动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原假设;AR(２)检验的P值大于０．１,不拒绝扰动项不存

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test统计量的P值大于０．１,不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说明解

决内生性过程中所选的工具变量可取;城市经济密度的一次项、二次项及其空间滞后项系数的方向与

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１.
综上,由表４可知,不论是使用了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或替换城市经济密度的衡量指标,还是进

一步处理内生性,城市经济密度的一次项、二次项及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结果与表３基本一致,说明本

文结论较为稳健.
　表４ 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使用不同的
空间权重

矩阵

考虑集聚
经济指标

差异

(１) (２)

时间滞后
变量作为
工具变量

滞后变量和外
生性指标同时
作为工具变量

时间滞后
变量作为
工具变量

滞后变量和外
生性指标同时
作为工具变量

反距离平方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３) (４) (５) (６)

agg
０．４９２∗∗

(２．０１８)
３．５１９∗∗∗

(４．２３２)
０．５３０∗∗∗

(１５．９６２)
０．５４７∗∗∗

(１８．７８９)
０．９８４∗∗∗

(１８．３２７)
０．９５３∗∗∗

(１６．７４３)

sagg
０．０３０∗∗

(２．４００)
０．１７２∗∗∗

(４．４８０)
０．０３７∗∗∗

(１５．７０２)
０．０３７∗∗∗

(１７．４４０)
０．０６９∗∗∗

(１７．６０５)
０．０６５∗∗∗

(１５．９１１)

W∗agg
１１．３６３∗∗∗

(９．４２２)
７９．６４１∗∗∗

(１６．９３４)
１．０８８∗∗∗

(１１．１６７)
１．５２９∗∗∗

(１６．２８５)
１．５７８∗∗∗

(２２．５９７)
１．６１１∗∗∗

(２１．６１６)

W∗sagg
０．３８５∗∗∗

(６．２１８)
４．１７７∗∗∗

(１９．２８４)
０．０７２∗∗∗

(１１．６７３)
０．０９７∗∗∗

(１６．１８６)
０．０９７∗∗∗

(２０．３４６)
０．０９９∗∗∗

(１９．４９７)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１)[P值] １．７５０
[０．０７９]

１．７６０
[０．０７９]

１．９９０
[０．０４７]

１．９９０
[０．０４７]

AR(２)[P值] １．４１０
[０．１５８]

１．４１０
[０．１５８]

１．６００
[０．１１０]

１．６００
[０．１１０]

Hansen[P值] １６８．４００
[０．５８４]

１７０．４４
[０．５８３]

１７０．８５
[０．５３２]

１７１．２５
[０．５６６]

观测值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３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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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制检验

检验中介效应需考察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以及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

量的影响.江艇(２０２２)认为如果要考察X对 Y 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被中介变量 M 所捕捉,可以尝

试在 Y对X的回归中控制 M[３８].本文认为,若基准回归中没有控制 M,仅从理论上说明,存在遗漏

重要变量 M 的内生性问题.为此,在基准回归中引入劳动力价格.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城市经

济密度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价格水平,间接作用于劳动力错配程度.为了检验这一机制,验证研究假设

２,本文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提出以下检验方程:

wagei,t＝φ０＋φ１wagei,t－１＋ξ１∑n
j＝１WDijwagej,t－１＋ξ２∑n

j＝１WDijwagej,t＋φ２aggi,t＋ξ２∑n
j＝１WDijaggj,t

　　　　　＋øXit＋ηi＋ϑt＋ϵi,t (１５)
式(１５)中,控制变量、空间权重矩阵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与基准回归方程(１０)一致.由于没有考

察城市经济密度与劳动力价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所以没有引入城市经济密度的二次项.估计结果

见表５.
　表５ 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影响的机制检验

变量
点估计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空间溢出效应 长期直接效应 长期空间溢出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L．wage
０．６９７∗∗∗

(６１．７８１)

agg
０．０２７∗∗∗

(２．６８４)
０．０２８∗∗∗

(２．９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２２６)
０．１０７∗∗∗

(２．７８６)
０．０９９∗

(１．７８０)

W∗wage
２．５８１∗∗∗

(１２．８９４)

W∗L．wage
１．５６８∗∗∗

(１３．８３２)

W∗agg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５)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Wald[P] ４８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R２ ０．９７８
AIC －１２３１９．４６０
BIC －１２２０６．３５
观测值 ３９６０

　　注:L．wage表示劳动力价格的时间滞后项,W∗L．misl表示劳动力价格的时空双重滞后项.当以劳动力价格作为被解释变量回
归时,本文首先将城市经济密度的一次项、二次项均引入方程,但发现二次项系数不显著而予以剔除,最终选择汇报只包含其一次项
的回归估计结果.

由表５可知,劳动力价格时间滞后项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空间滞后项系数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时空双重滞后项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不仅在时间上

具有一定黏性,在空间上还会通过劳动力流动、信息传递和市场竞争等机制影响邻近城市的劳动力

价格.
城市经济密度点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短期和长期直接效应也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表明城市经济密度对本地区劳动力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一是集聚带来的规

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劳动力价格;二是通过知识

溢出效应,劳动力自身技能提高,从而获得更高收入[５].然而,城市经济密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不显

著,但点估计对空间溢出效应的测算有可能出现偏差,需进一步观察分解效应[３９].由分解效应结果

可知,城市经济密度的长期空间溢出效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本地区经济密度的上升,会
降低邻近城市的劳动力价格.这说明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价格具有逆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该效应

在长期的作用更明显.当本城市经济密度上升时,劳动力从邻近城市转移至该城市就业,导致邻近城

市的劳动力供大于需,从而降低邻近城市劳动力价格,反之亦然.
上文表４中,劳动力价格点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短期和长期的直接效应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短期空间溢出效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长期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这说

明劳动力价格显著影响了劳动力错配.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会降低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劳动力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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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程度.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力价格会通过价格信号、劳动力流动等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供需关系,
从而降低劳动力错配程度.但在长期状态下,邻近地区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市场改革等自

身的经济调整,缓解了劳动力错配,削弱了其对周边城市劳动力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
不论是上文的理论模型,或是实证回归的结果都验证了中介效应关键的两条因果链:第一,城市

经济密度、劳动力价格会影响劳动力错配程度;第二,城市经济密度会影响劳动力价格.本文提出的

研究假设２成立.

六、异质性分析

(一)“四大经济区域”异质性

不同经济区域的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受不同城市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

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基于此,依据国家统计局对经济区域的划分方案,将样本分为东、中、西
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⑦ ,并基于地理矩阵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可以发现,东部地区

的城市经济密度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劳动力错配均产生了显著的先缓解后加剧的“U 型”影响.
中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效应上,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劳动力错配分别呈

显著的“倒 U型”和“U型”影响.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不明显,仅短期直接

效应的二次项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东北地区的城市经济密度短期内对劳动力错配呈显著

“倒 U型”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长期内缓解本地劳动力错配.可能的原因是,其一,东部地区各

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都相对较高,其城市经济密度的直接效应与总样本相同,为“U 型”影响.与总

样本不同的是,其空间溢出效应也为“U 型”曲线.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密度的辐射效应大

于虹吸效应.其二,中部地区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支持下,在集聚初期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但粗放扩张可能导致本地区产能过剩和低端就业.同时,通过产业分工向周边城市转移配套环节,创
造就业机会,形成“涓滴效应”.在高经济密度期,产业逐步技术转型,提高了本地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但是高附加值岗位吸引了邻地高技能劳动力,加剧其劳动力错配.其三,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

本薄弱,集聚较难形成自增强效应,通过集聚的正外部性和空间关联性优化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可能较

大.其四,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经历了从重工业粗放扩张到机械化升级驱动的转型过程.城市经

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作用也经历了先加剧后缓解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表６ “四大经济区域”的动态空间杜宾分解效应

分解效应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空间溢出效应 长期直接效应 长期空间溢出效应

东部
agg

６．１１９∗∗∗

(１５．２８３)
２５６．０４８∗∗∗

(１７．８０６)
１６．６９５∗∗∗

(１７．５８１)
１．０９７

(０．７０５)

sagg
０．１５８∗∗∗

(１２．４８５)
６．０１０∗∗∗

(１０．８２６)
０．４２８∗∗∗

(１３．８８４)
０．００９

(０．１８４)

中部
agg

２．８７２
(１．２８５)

３．４３１
(０．８９１)

０．９１９∗∗

(２．３２５)
１．００２∗∗∗

(３．０６６)

sagg
０．３０９∗

(１．７５３)
０．４４０
(１．４５８)

０．０４８∗

(１．９４６)
０．０６７∗∗∗

(３．１６２)

西部
agg

０．２９５
(０．２９８)

２４．４３２
(１．２７１)

２．９４０
(０．２６０)

４．９８１
(０．４２７)

sagg
０．１１７∗∗

(２．１８４)
０．２００
(０．２３１)

０．２０５
(０．２６８)

０．１８３
(０．２３７)

东北
agg

０．４８０∗

(１．６９３)
１０．６８５∗∗∗

(２．６６１)
０．９２２∗∗

(２．４２４)
０．３２０

(０．８１２)

sagg
０．０３２∗∗

(２．３４２)
０．４３８∗∗

(２．３９５)
０．００４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８∗∗

(１．９９０)

(二)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异质性

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市场化程度、城市功能以及享受的政策红利存在差异,可能会导致城市经

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异质性.基于此,依据２０２５年１月国务院对各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批复文件中提及的“中心城市”,与本文的研究样本匹配后,将北京、上海等３６个城

市划分为“中心城市”⑧ ,其余１６２个城市划分为“外围城市”,并基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嵌套矩阵分

９１１



组检验,结果见表７.由表７可知,短期内,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经济密度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劳

动力错配均呈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影响.长期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密度对本地劳动力错配产生“U
型”影响,同时产生先加剧后缓解的“倒 U 型”空间溢出效应.外围城市的经济密度长期效应相对不

明显,表现为缓解本地劳动力错配和有限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的原因,一是在短期内,中心城市的

经济密度提升通过集聚正外部性与辐射效应,先缓解了本地和邻地的劳动力错配,但随着集聚程度加

深,拥挤效应显现,加剧劳动力错配.外围城市的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效应与中心城市方向

相同,但受限于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其影响强度较弱.二是从长期看,中心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具

有更强的累积效应,其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产业链协同和政策倾斜,会对劳动力错配产生更显著

的长期效应.而外围城市经济密度的累积效应相对较弱,导致对劳动力错配的长期效应也相对不

显著.
　表７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动态空间杜宾分解效应

分解效应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空间溢出效应 长期直接效应 长期空间溢出效应

中心城市
agg

５．２２５∗∗∗

(１０．４８７)
９８．６４０∗∗∗

(２２．２８７)
８．５５３∗∗∗

(２１．６９４)
１．７２２∗∗∗

(９．９８２)

sagg
０．２５６∗∗∗

(９．０３４)
２．３５３∗∗∗

(２１．９０５)
０．２５９∗∗∗

(１８．６８５)
０．０８７∗∗∗

(８．７９９)

外围城市
agg

１．６０４∗∗∗

(５．０５８)
１３．２９８∗∗∗

(１３．８６４)
１．１９３∗∗∗

(５．０５６)
０．３９３

(１．５９８)

sagg
０．０８２∗∗∗

(４．９６３)
０．２６７∗∗∗

(５．３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８２９)
０．０４８∗∗∗

(３．６４８)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产出密度函数构建城市经济密度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

模型,检验了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和劳动力价格在其中的中介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异

质性,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城市经济密度对本地区的劳动力错配产生先缓解后加剧的“U 型”影响,
对邻近城市的劳动力错配产生先加剧后缓解的“倒 U型”空间溢出效应.分解效应表明,城市经济密

度的影响具有累积性.通过使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替换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处理内生性

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第二,城市经济密度通过调节劳动力价格影响劳动

力错配,劳动力价格的中介效应显著.第三,“四大经济区域”和“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异质性分析的

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经济密度对劳动力错配程度均有显著的直接和空间溢出效

应,而在西部地区只有有限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经济密度对中心城市与外围城

市劳动力错配程度影响的异质性体现在长期效应上.
基于研究结论,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在经济密度较高的城市,应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作

用,提升区域的协同创新能力,通过集聚正外部性优化劳动力的空间配置.当城市经济密度达到一定

程度后,应积极扩大城市群规模,吸纳剩余劳动力,避免人力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第二,在经济密度

较低的城市,应与发达地区建立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构建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特色产

业建设,提高城市的宜居水平,促进劳动力的共享、匹配和学习.同时,应加强在职专业技能培训,以
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三,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应关注劳动力价格在不同区域

的差异,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公开机制,以防止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价格扭曲.同时,探索多样化的优

惠补贴政策,完善人才落户政策,维护劳动者权益,从而优化劳动力市场配置.

注释:

①限于篇幅,劳动力错配、城市经济密度、劳动力价格的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sI)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
②LM 检验、Hausman检验、LR检验结果均在１％的水平拒绝原假设.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③引入二次项,是为了捕捉非线性关系,提高模型的解释力.验证“U 型”关系的核心是综合考量x和x２系数的显著性,并非单

个系数的显著性.另外,空间计量模型的核心是捕捉空间依赖性,利用空间信息解释变量间的关系,稀释了原始变量间的共线性
影响.

④对数化前的城市经济密度为１６８９８．８３６万元/平方公里,９．７３５为对数化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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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高程值和地形起伏度会影响一个地区商业的交通运输和时间等成本,从而影响城市经济密度,满足内生性要求.从历史和现
实来看,地理变量只反映一个地区相对的地形特征,无法断定其本身是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直接因素,满足外生性要求.

⑥反距离平方矩阵计算公式为Wdeij＝１/(diĵ２),其中dij(i≠j)表示两城市地理中心位置间的距离,当i＝j时,Wdeij＝０.经济距离
矩阵计算公式为WGDPij＝１/|Qi－Qj|,其中Qi和Qj分别为i市和j市(i≠j)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年间的 GDP均值,当i＝j时,WGDPij＝０.

⑦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依据是国家统计局对东、中、西、东北的划分,参见 https://www．stats．gov．cn/zt_１８５５５/zthd/sjtjr/
dejtjkfr/tjkp/２０２３０２/t２０２３０２１６_１９０９７４１．htm

⑧与样本匹配后的中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秦皇岛、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常州、
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长沙、广州、深圳、南宁、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和银川３６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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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UrbanEconomicDensityAffectLaborMisallocation?
CHENXiaoxiang１　YANGSuchang１　HANJun２

(１．SchoolofEconomic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７３００００,China;

２．SchoolofStatisticsandDataScience,Lanzhou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Lanzhou７３００２０,China)

Abstract:Amiddeepeningurbanagglomeration,efficientlaborallocationiscriticalforhighＧquality
urbandevelopment．ThisstudyutilizesdatafromcitieswithinChina＇s１８majorurbanagglomeraＧ
tions(２００１－２０２１),employingmathematicalmodelingandDynamicSpatialDurbinModeltoanaＧ
lyzehowurbaneconomicdensityinfluenceslabormisallocation．TheresultsindicateaUＧshapedreＧ
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densityandlocallabormisallocation,initiallyalleviating,thenexacerＧ
batingit,whileitsspatialspillovereffectonneighboringcitiesfollowsaninvertedUＧshape,firstly
intensifying,thenmitigatingit．Mechanismanalysisindicatesthaturbaneconomicdensityindirectly
affectslabormisallocationthroughlaborprices．Furtheranalysisshowsthaturbaneconomicdensity
exertssignificantdirectandspatialspillovereffectsonlabormisallocationintheeastern,central,
andnortheasternregionsofChina,butonlymarginaldirecteffectsandnosignificantspilloversin
thewesternregion．WhiletheshortＧtermimpactsofeconomicdensityonlabormisallocationshow
littledisparitybetweencoreandperipheralcities,corecitiesexhibitmorepronouncedlongＧterm
effects．ThisstudyoffersinsightsforcoordinatingurbaneconomicdensitywithlaborspatialallocaＧ
tion．
Key words:Labor Misallocation; Urban Economic Density;Labor Prices;Dynamic Spatial
Durbi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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